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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是全球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术后屈光准确度是白内障手术成功的关键目标。近年来，

眼部生物学测量方法和人工晶体计算公式均有显著发展，但极端眼轴(AL ≤ 23 mm或AL ≥ 25 mm)患者

的术后效果仍不理想。本文旨在总结影响极端眼轴白内障患者术后屈光预测的因素，并回顾IOL计算公式

的发展历程及其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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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e-related cataract is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blindness worldwide, and postoperative refrac-
tive accuracy is a key goal for the success of cataract surgery. In recent years, significant advances 
have been made in ocular biometry methods and intraocular lens (IOL) calculation formulas; how-
ever, the postoperative outcomes for patients with extreme axial lengths (AL ≤ 23 mm or AL ≥ 25 
mm) remain suboptimal. This article aims to summari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postoperative re-
fractive prediction in cataract patients with extreme axial lengths and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IOL calculation formulas, highlighting their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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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是导致全球失明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主要病因为晶状体的生物学老化。随着白内

障手术逐渐从传统的复明手术向精确屈光手术过渡，屈光度预测成为术后视觉质量的关键。然而，根据

欧洲白内障和屈光手术质量结果登记处的数据，术后 ± 0.5 D 的预测误差准确性仅为 73.7% [1]，这表明

屈光预测的准确性仍面临挑战。近年来，白内障手术已逐步从单纯的复明手术转变为更为精准的屈光手

术。大多数患者在植入合适的 IOL 后能够获得良好的视觉效果。然而，对于极端眼轴(眼轴长度 AL ≤ 23 
mm 或 AL ≥ 25 mm)的患者，因其独特的眼球生物学特征，术后的屈光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本文旨在系

统回顾眼部生物学测量仪器及人工晶状体计算公式的发展历程，并探讨不同人工晶体屈光度计算公式在

极端眼轴患者中的应用与优缺点，为临床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2. 眼部生物学测量 

眼部生物测量是白内障术前评估的重要工具，其准确性直接影响术后屈光结局。研究表明，人工晶

状体屈光力计算中的误差有 54%的是由于 AL 测量误差，38%是由于术后前房深度(Anterior Chamber 
Depth, ACD)估计错误，8%是由于角膜曲率(Keratometry, K)测量误差[2]。随着手术技术的进步，患者对术

后视觉质量的期望逐步提高，准确的术前生物测量对于成功的手术结果至关重要[3]。 
眼科 A 型超声生物测量仪基于超声波原理工作。这种设备不仅能测量眼部关键生物参数，还能根据

不同组织的声速计算出相应的组织厚度，尤其在屈光介质浑浊的情况下，A 型超声测量比光学设备具有

不可替代的优势[3]。然而，该设备也存在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接触式测量可能因探头压迫角膜导致误差，

且测量结果容易受操作人员技术水平影响。此外，接触眼球的操作还可能引起患者不适及潜在的感染风

险[4]。 
随着光学测量技术的发展，光学生物测量设备逐渐取代了传统 A 型超声生物测量仪在临床中的应用。

这类技术通过激光部分相干干涉(PCI)和光学低相干反射(OLCR)等方法，实现了更高精度的眼轴长度和角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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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率测量。代表性设备包括采用 PCI 技术的 IOL Master 和采用 OLCR 技术的 Lenstar LS 900，它们的应用

极大提升了测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5]。IOL Master 测量 ACD 时是基于角膜上皮至晶状体前表面的距离，

而 Lenstar LS 900 则从角膜内皮至晶状体前表面进行测量，因此在 ACD 的测量精度上略具优势。研究证

明，Lenstar LS 900 在 ACD 和 K 值的测量方面展现了更高的准确性和重复性，同时还能测量更多的参数，

如瞳孔大小和瞳孔中心距离。尽管Lenstar的测量耗时较长，但其支持最新的 IOL屈光度计算公式(如Barrett、
Olsen 和 Holladay 2)，并可以提供更为精确的生物测量结果[6]。在对这两种设备的性能进行比较时，研究

发现它们在测量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方面表现相似。AL 测量的平均差异仅为 0.01 ± 0.05 mm，在前房深度

测量上也未发现显著统计差异[5] [7]。 
尽管光学测量技术相较于传统方法具有明显优势，但其对眼内介质透明度的要求较高，因此在晶状

体高度混浊的白内障患者中，光学设备的测量精度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基于扫描

源光学相干层析成像(SS-OCT)技术的新型生物测量仪器应运而生。IOL Master 700 作为代表，已成为白

内障手术前最常用的工具之一。相比于 IOL Master 500，IOL Master 700 提供了更广的成像范围和更快的

扫描速度，使得眼部几何形状的检查更加直观和全面，尤其在检测晶状体的倾斜或偏心方面表现出色。

多项研究[4] [8]-[10]显示，IOL Master 700 致密核性白内障眼的生物测量中展现了较高的准确性。IOL Mas-
ter 700 采用特定折射率的测量方法，使得眼球每个部分的长度可以更精确地应用在眼轴长度的计算中，

在短眼和长眼的屈光预测准确性方面表现尤为突出。Cooke [11]等人的研究显示，采用这种技术的屈光预

测准确性显著优于传统的整体折射率测量方法。Wang [12]等人的研究指出，长眼轴患者的玻璃体占比相

对较大，且玻璃体更容易发生液化，这可能导致长眼患者的整体折射率与正常眼轴的差异，从而影响屈

光预测的准确性。这一研究强调了 IOL Master 700 在长眼轴患者中的应用价值，其独特的光学测量机制

能够有效提升预测准确度。IOL Master 700 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基于群折射率(GRI)进行测量时，

长眼患者的 AL 值可能偏长，而在短眼患者中则相对偏短[4]。因此，对于眼部结构特殊的患者，仍需结

合其他测量方法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调整，以获得更为准确的屈光预测结果。 

3. 人工晶体计算公式的发展史 

人工晶体屈光度计算公式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理论公式、回归公式和现代的光学模型公

式。对于极端眼轴的患者，基于生理光学原理的理论公式通常比回归公式更为精准。因此，针对不同患

者的眼部生物学特征，选择合适的人工晶体计算公式至关重要[13]。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的人工晶状体计算公式，如 SRK I、Binkhorst、Retzlaff 和 Fyodorov 等开始应用

于临床。这些公式主要通过简便的计算方法，利用眼轴长度、角膜曲率及术后前房深度的估计值进行人工

晶体的度数计算。尽管这些第一代和第二代公式因其较大的预测误差逐渐被淘汰，但它们首次提出了“有

效晶状体位置”(Effective Lens Position, ELP)的概念，为后续公式的优化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到 20 世纪末，第三代公式成为主流。Holladay I 公式标志着第三代公式的诞生。它引入了个体化的

术后前房深度(ACD)，通过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预测角膜高度[14]。SRK/T 公式于 1990 年由 Sanders、
Retzlaff 和 Kraff 提出，结合了 Fyodorov 的角膜高度模型，进一步增强了预测的灵活性[15]。1993 年，

Hoffer 提出了 Hoffer Q 公式，该公式在短眼轴患者(AL < 23 mm)中表现尤为优越；相比之下，SRK/T 公

式在长眼轴患者(AL > 26 mm)中的预测精度更高[16] [17]。 
进入 21 世纪后，光学模型公式和计算机优化算法的结合，推动了第四代和第五代 IOL 屈光度计算公

式的诞生。Haigis 公式采用三个常数(a0、a1、a2)，分别与术前 ACD 和眼轴长度相关，从而提升了其在

不同眼轴长度患者中的应用灵活性[18] [19]。Holladay II 公式则基于 Holladay I 公式推出，通过加入晶状

体厚度、角膜直径和患者年龄等参数，进一步精确术后 ELP 的预测。在短眼轴患者中，Holladay II 和 H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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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公式的准确性相当，而在中长眼轴患者中(AL: 24.5~26 mm)，Holladay I 表现更佳[20]。以 Barrett Universal 
II 公式为代表的第五代公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单一参数计算，而是通过综合多个生物学参数来提高术

后屈光预测的精度。研究表明，Barrett Universal II 在预测 ± 0.5 D 内的准确性显著高于 SRK/T、Holladay 
I、Hoffer Q 和 Haigis 公式[17]。与 Barrett Universal II 类似，Olsen 公式同样采用光线追踪技术，通过术

前 ACD 和晶状体厚度估算 ELP。研究显示，在长眼患者中，BUII 和 Olsen 公式的屈光预测误差明显低

于其他公式。然而，在短眼患者中，这些第五代公式并未表现出显著优势[18] [21]。 
最新出现的 IOL 计算公式结合了人工智能方法。Hill-RBF 公式使用模式识别模型，根据眼轴长度、

中央角膜曲率及前房深度等变量来预测术后屈光度，其精度在多项研究[22] [23]中得到了验证，使用该公

式的眼睛屈光预测误差在 0.50 D 以内的比例高达 95%。Kane 公式是结合人工智能与传统计算原理的新

一代公式。研究表明，Kane 公式的绝对误差低于多种历代公式，包括 Hill-RBF [24]。尽管 Kane 公式表

现优异，但在针对印度人眼的研究中，其表现并未超越 Barrett Universal II 和 SRK/T [25]。与传统人工晶

体计算方法相比，人工智能展现了更高的预测精度和适应性。它能够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分析来自不同患

者的多维数据，包括眼轴长度、角膜曲率、前房深度、屈光状态及其他生物学特征，从而为每个患者定

制个性化的 IOL 计算方案。基于人工智能的人工晶体计算系统能够实时根据患者术前数据和术后跟踪反

馈进行学习和优化。这意味着随着临床数据的积累，人工智能系统会不断提高自身预测准确性，使得每

个患者的术后结果更加理想。 

4. 极端眼轴的人工晶体计算公式选择 

眼轴长度的分布在不同人群中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亚洲人群的眼轴长度普遍较短，这使得在这一

群体中，短眼轴的定义更为普遍。而白人群体的眼轴长度通常较长，因此长眼轴在白人群体中较为常见。

在年龄上，老年人群体的眼轴长度普遍呈现轻微缩短的趋势，这与老化过程中的眼球结构变化密切相关。

此外，不同类型的白内障也会影响术后屈光预测的准确性。核性白内障患者通常伴随较长的眼轴，而皮

质性白内障和后囊性白内障的患者则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屈光特征，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白内障患者，眼

轴长度的影响应纳入考量，进一步精细化术前屈光预测。大多数 IOL 屈光力计算公式在眼轴长度(AL)为
23 至 25 mm 的眼睛中，能够产生令人满意的屈光预测结果。然而，对于 AL 短于 23 mm 或长于 25 mm
的患者，这些公式的屈光预测精度有所下降。 

短眼(AL ≤ 23 mm)的眼前段解剖结构通常较为紧凑，这些解剖特征增加了术后屈光度预测的复杂性。

以往的研究发现，传统的聚散公式与新型 IOL 计算公式在短眼轴患者中的屈光预测表现差异不显著，且

研究中针对这些公式的结果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26] [27]。自 1993 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 Hoffer Q 公式

在短于 22 mm 的眼中表现最好。然而，近期的研究并未发现某一公式在短眼轴患者中具有绝对优势。在

短眼轴患者中，目前建议优先使用 Haigis、Hoffer Q 和 Holladay 2 公式作为屈光预测的主要公式[18]。尽

管 Hoffer [20]等人认为 Hoffer Q 公式在短眼患者中屈光预测最为准确，但这一结论的样本量较小，仅涉

及 10 例短眼患者且采用了超声生物测量技术。其他研究呈现了不同的结果。Aristodemou [28]等人的研究

显示，Hoffer Q 公式在 AL 短于 21 mm 时表现最佳，而在 21 至 21.5 mm 范围内，Hoffer Q 和 Holladay 1
公式的表现相近。另外，Wang [29]等人通过荟萃分析对六种公式进行了比较(Haigis、Holladay 2、Hoffer 
Q、Holladay 1、SRK/T 和 SRK II)，推荐 Haigis 公式为短眼轴患者的首选。近期的研究还引入了人工智能

技术，进一步提升了短眼轴患者的屈光预测精度。一项研究表明，在 AL 小于 22 mm 的患者中，ZEISS 
AI 的表现优于 Barrett、Pearl-DGS 和 Kane 公式[30]。对于短眼适用于哪种人工晶体计算公式，各类公式

的表现因研究差异而有所不同，目前尚无统一共识。 
对于长眼轴患者，尤其是高度近视眼，前人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对于眼轴长度超过 25 mm 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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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研究普遍认为 Barrett Universal II、Haigis、Olsen 和 SRK/T 公式较为精确[18] [31]。在轻度长眼轴的

老年性白内障患者中，推荐的使用顺序为 SRK/T 优先，其次为 Holladay 1、Haigis 和 Hoffer Q。对于中重

度长眼轴患者，Haigis 公式表现最佳，其次为 SRK/T 和 Holladay 1 [32]。根据 Wang [32]等人的研究，

Holladay 2、Hoffer Q、SRK/T 和 Haigis 公式在眼轴长度超过 26 mm 的患者中表现出良好的屈光预测效

果，尤其是 Haigis 公式在这类患者中的预测精度最高。同样，Zhu [33]等人认为，在眼轴长度超过 28mm
的患者中，Haigis 和 Barrett Universal II 公式的屈光预测成功率更高。然而，Rong [34]等人在 2019 年的

研究中发现，当眼轴长度大于 30 mm 时，Barrett Universal II 公式的预测精度超过了 Haigis 公式。第三代

公式(如 SRK/T 和 Holladay 1)在常规眼轴(23~25 mm)患者中依然能够提供高度准确的屈光预测结果[35]。
Aristodemou 等人纳入了 8108 例眼轴超过 27 mm 的患者，结果显示 SRK/T 公式的效果最佳[28]。除了传

统公式外，近年来发展的一些新一代 IOL 计算公式，如 Kane、EVO 2.0 和 Wang-Koch AL 调整公式，也

显示出在超长眼轴(>30 mm)中的较高屈光预测精度[36]。有研究结果表明，Barrett Universal II 公式在各

种眼轴长度的患者中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尤其在长眼轴白内障患者中表现突出[37]。 
综上所述，针对极端眼轴长度患者，选择适宜的 IOL 计算公式至关重要。Barrett Universal II 公式凭

借其广泛的适应性和高度准确的屈光预测，逐渐成为各种眼轴长度患者的优选工具。然而，Haigis、SRK/T
和 Holladay 1 公式在某些特定眼轴长度患者中仍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尽管现有多种 IOL 计算公式适

用于极端眼轴患者，但这些公式的屈光预测精度差异明显。对于极端眼轴的屈光预测仍需进一步的优化

与探索，未来可能需要结合更多生物参数或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以提升预测的准确性。 

5. 小结 

本综述探讨了眼部生物学测量和人工晶状体计算公式在白内障手术中术后屈光准确性中的重要作

用，并回顾了相关技术和公式的发展历程。随着眼部生物测量仪器的不断进步，尤其是光学生物测量技

术和 SS-OCT 等新兴技术的应用，眼轴长度、角膜曲率等生物参数的测量精度得到了显著提高。尽管如

此，在极端眼轴患者中，术后屈光度的预测仍面临不小的挑战。传统的人工晶状体计算公式在这些患者

中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对于短眼轴和长眼轴的屈光预测精度不足。 
第五代 IOL 计算公式的出现提供了更高的屈光预测精度。然而，当前的 IOL 计算公式仍然没有能够

完全满足所有临床需求，尤其是在极端眼轴患者中，公式的预测精度存在较大差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引入，新一代的 IOL 计算公式(如 Hill-RBF 和 Kane 公式)正在不断发展，并有望提高极端眼轴患者屈

光预测的准确性。然而，人工智能方法的有效性和精度高度依赖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数量，不同地区和

人群的眼部特征差异可能导致人工智能模型在某些群体中的适用性受限。特别是在一些样本数据不足或

特定种族群体数据缺乏的情况下，其预测结果可能不够精确。未来的研究应集中于通过大规模、多中心

的临床试验，进一步优化现有的 IOL 计算公式，特别是对于极端眼轴患者的个性化调节。此外，人工智

能技术的进一步应用结合更精确的生物测量方法及多模态数据的集成，可能成为提高屈光预测准确性的

关键方向。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应着重于跨人种、跨地域的模型优化，以便能够适应不同人群的眼部生

物学特征，提升其全球范围内的普适性和准确性。最终，如何选择适合每个患者的测量方法和 IOL 计算

公式，将是临床实践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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